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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错配 U 型趋势的决定因素
———来自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证据
杨志才 柏培文
内容提要: 本文构建要素错配测算模型发现 1995－2014 年中国劳动力、资本错配程度呈现以 2006
年为拐点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趋势，并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研究制度因素、经济结构、要素自身、技
术进步和经济环境对要素错配的影响。研究发现: 政府干预、户籍制度、二元经济结构等制度性因素
显著提高了劳动力、资本错配程度; 市场化水平、对外开放度和信息交流显著降低了劳动力、资本错配
程度，但结构性因素的凸显，导致金融危机后产业结构、教育水平、技术进步的非均衡发展提高了劳动
力、资本的错配程度。此外，外商直接投资和二产占比对劳动力、资本错配的作用有相互加强的作用，
而外商直接投资和三产占比对劳动力、资本错配的作用存在相互削弱的关系。综合作用来看，外商直
接投资不利于劳动力、资本的合理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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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蔡昉( 2013) 认为要素密集投入的粗放型经济已经不能维持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要素组合效率
将成为今后经济增长的决胜点。目前国家实施的土地流转、户籍制度等供给侧改革，实质上就是重新
调度劳动力、资本、土地的有效配置，激发要素资源参与生产的积极性。众所周知，中国的各种制度性
因素阻碍了要素市场配置的决定机制，不利于劳动和资本在不同产业间、地区间、行业间的有效配置。
微观层面的要素流动障碍会导致中观层面的经济结构失衡，而这一定会对宏观层面的经济增长产生
影响( 袁志刚和解栋栋，2011) 。但从另一个层面看，现有的要素配置扭曲和失衡的经济结构对经济增
长的扭曲程度有多大，预示着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潜力就有多大。经济新常态下，中国实施的各项供
给侧改革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解决好生产要素的投入问题，解除阻碍劳动力、资本、土地等要素自由流
动的各项制度约束，促进各类资源的合理配置。
那么在这种背景下，探究中国要素错配的决定因素就成为十分必要且迫切性的议题。关于造成
资源配置扭曲的原因，学者们已经给出了部分答案。国外学者 Ｒestuccia ＆ Ｒogerson( 2008) 认为政府
的补贴和征税等政策性行为会造成企业间的成本差异，加大企业的边际产出与边际收益的非对等性，
造成严重的劳动力、资本错配。Banerjee ＆ Duflo ( 2005) 、Amaral ＆ Quintin ( 2010) 、Banerjee ＆ Moll
( 2010) 、Buera et al．( 2011) 认为金融资本错配造成的全要素生产率下降并不是由于缺乏充足的廉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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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贷，而是严重的信贷错配造成的。大量生产率高的企业由于缺乏正常的信贷支持，只能高价从地下
钱庄融资，加大了企业生产成本，降低了企业的边际收益; 而一些有政治关系的企业容易获取廉价的
银行信贷，会过多的融资，进而造成过度投资，降低了新增资本的边际收益。Azariadis ＆ Kaas( 2012) 、
Foellmi ＆ Oechslin( 2012) 、Moscosoboedo ＆ D Èrasmo( 2012) 认为金融市场体制的不完备，造成企业向
金融机构融资的过程中，经常出现经纪人收取佣金、交易人员收取买卖价差等一些不合理费用，加大
了企业的融资成本和融资难度。同时金融机构内部设定的各种准贷的限制性条件和各种不公平的霸
王性条款加大了企业的融资摩擦，不利于企业资金链的正常运营，使得大量生产率高的企业不愿意或
减少相应的融资。此外，Vollrath( 2009) 认为发展中国家的要素市场不完善往往与政府政策、市场垄
断、制度文化有关，特别是户籍等体制性因素导致的二元经济结构固化，阻碍了劳动力和资本在城乡
之间的流动，不利于城乡资源的合理配置。
国内学者王颂吉和白永秀( 2013) 认为以 GDP 为政绩考核的机制必然导致地区间的“增长竞争
赛”，各地区为实现短期的快速增长，而倾向于将生产要素过度投资于非农业部门，造成农业部门劳动
力过剩、但资本缺乏，非农业部门资本投资过度、但缺乏相应的劳动力，形成严重的城乡间要素错配。
韩剑和郑秋玲( 2014) 进一步认为政府干预可以通过两条路径造成较为严重的劳动力、资本错配: 其
一，通过财政补贴保护现有的生产率较低的企业，使得本应该淘汰的僵尸企业仍然不停地吸收资源，
而缺少资本投入的高生产率企业可能由于融资约束出现资金链断裂问题，甚至遭遇倒闭，使得市场拣
选优质企业的功能失效; 其二，严重的行政性市场进入壁垒阻碍了高生产率企业的进入，使得资源不
能有效流到生产率高的企业。靳来群等( 2015) 认为国有企业具有更好的政府资源，进而可以以较低
的融资价格获取资本，大量资本流动到国有企业中，而生产率更高的民营企业却饱受信贷约束的困
扰，这样就加重了资本要素的不合理配置。在此基础上，汪伟和潘孝挺( 2015) 进一步研究了金融要素
扭曲对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异质性影响，发现中小型企业或民营企业的研发投入和资本扩展受到信贷
约束的影响较大，侧面反映出所有制对不同企业融资成本和融资难度的影响。此外，张杰等( 2011) 认
为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过程中，给与外资企业的优惠待遇提高了外资企业在劳资双方谈判中的议价
能力，从而降低了国内劳动力的议价空间，加剧了劳动力的工资回报和边际产出的扭曲程度; 同时税
收、土地等政策优惠成为外资企业在国内市场空间布局的决定因素，而生产率和生产环境的导向性减
弱，不利于资本的合理配置。但毛其淋( 2013) 却认为贸易自由化降低了企业进口中间投入品的成本，
减弱了企业为获取廉价生产要素而与政府部门建立关系乞求寻租的行为动机，所以贸易自由化抑制
了要素错配对企业生产效率的阻碍作用。
可以发现，现有文献关于要素错配的成因分析中，较多文献从市场分割、行政干预等制度性因素
解释要素错配的成因，缺少从经济结构、要素自身、技术进步和经济环境等纬度的考虑。基于此，本文
首先构建要素错配测算模型，通过比较最优要素配置状态与实际扭曲状态下的劳动力、资本差异衡量
劳动力、资本错配程度; 同时在制度因素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经济结构、要素自身、技术进步和经济
环境对要素错配的影响，拓宽了要素错配成因的研究视野，也为矫正要素配置扭曲的路径提供了理论
分析的基础。
二、理论与假说
传统文献提到的影响要素配置的制度因素总结起来有以下三点: 政府干预、户籍制度、二元经济
结构( 韩剑和郑秋玲，2014; 靳来群等，2015) 。对企业层面来说，政府干预的影响有: 限制市场的各种
准入条件、对金融体系的控制及中小企业的信贷约束、政府财政补贴的不公正。这里不再以假说的形
式提出，在实证部分以基准回归的方式给与验证。下面重点从经济结构、要素自身、技术进步和经济
环境方面阐述其对劳动力、资本错配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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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配置是快变量，经济结构是慢变量，长期的要素配置导致了经济结构的形成，同时经济结构
也反作用于要素的合理配置。以产业结构为例，劳动力、资本、土地、技术在一、二、三产业间的合理配
置可以显著提高产业结构效率。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产业间的结构一直处于变动之中。起初国家为
了实现工业化，把大量的人才、技术、资金投入到第二产业中，全要素生产率得到不断提高，说明这个
过程中二产业比重增加、一产比重降低是合理的。但近年来受经济发展的路径依赖影响，各地政府不
顾重复建设，过度投资于第二产业，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均有投入不足现象，经济增长动力明显欠佳，
全要素生产率和结构效率均出现下滑趋势。因此需要从产业结构变动规律的视角，考虑要素配置的
合理配置。
假说 1: 合理的经济结构显著影响要素错配程度。
知识水平高的劳动力在选择工作时突破行业和地区限制的能力增强，劳资双方争论过程的议价
能力也明显高于一般劳动力。同时劳动力知识水平提高，资本投资的选择性也更广，资本流动性更
大。所以知识水平有利于减轻行政性市场进入壁垒或劳动力流动管制等制度因素对要素流动的限
制，促进要素按照有序的方式在整体空间上的分布。但如果教育水平非均衡提高，产业间、行业间、地
区间、城乡间劳动力受教育程度差异显著，高素质人才聚集于少数发达城市、少数高收入行业，形成教
育方面的“中心—外围”结构，则不利于劳动力的合理流动，也促使了资本的偏向性投资。
假说 2: 教育水平的均衡提高有助于提高要素的合理配置。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技创新过程不仅包括靠技术发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过程，也包括靠
要素重新组合提高结构效率的过程，所以要素合理配置其实就是技术进步的一部分。现阶段我国各
地区推进的产业升级与技术升级，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转变，其实就是重新配置
劳动力、资本、技术等资源，依此提高要素配置效率。但目前的技术进步主要集中于非农业部门，农业
部门则是技术低洼区，城市是技术应用的承载地，农村则是技术应用的匮乏区; 先进的技术较多集中
于重工业等第二产业，而第一、三产业的技术含量相对较少。这种产业间、地区间不平衡的技术分布
也会导致要素的不平衡分布，出现集中配置。
假说 3: 技术进步的均衡提高促进要素的合理配置。
本文将从市场化水平、对外开放度、信息交流水平三个方面考察经济环境对要素配置的影响。
随着经济研究的深入，学者们逐步发现无论是市场还是政府来配置资源，都有不可避免的缺陷。
由市场决定要素配置，各种商品和要素价格会更加透明化，如此价格能更精确地反映出供求关系的大
小与变化趋势，更好地引导资本在地区间、行业间、企业间的流动，但也会出现自然垄断、信息不对称、
公共物品稀缺、社会贫富差距拉大的问题。由政府决定要素配置，则会出现信息传递成本加大、审批
手续繁琐、行政干预、寻租腐败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出现都会造成要素的不合理配置，所以最有效的
方式则是有构建服务型政府，市场解决不了的问题交给政府。但就中国现在的情况看，服务型政府的
构建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政府干预市场的程度较高，已经影响到劳动力、资本、土地等要素的自由流
动，造成一定程度的要素错配( 陈勇和唐朱昌，2006; 方军雄，2006) 。
生产的过程蕴含着要素配置的过程，全球化包含要素配置的全球化，劳动力、资本、技术等生产要
素在更大的市场中进行配置。置身于全球市场，本国将更多的资源投入到有相对优势的产业中进行
生产，有助于提高要素的利用效率。比如中国开放初期很长一段时间，技术、资本落后，但廉价劳动力
丰富，所以沿海省份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的组装加工业，虽然处于产业链条的低端，没有高附加值，但
这样的生产方式已经是当时环境允许的较为有效率的方式。毛其淋( 2013) 认为对外开放不仅提高企
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和竞争优势，同时也降低了企业进口中间投入品的成本，减弱了企业为获取廉价生
产要素而与政府部门建立关系乞求寻租的行为动机。但过分依赖出口导向经济，就会成为全球价值
链条上的附庸，成为别国低价商品的生产基地。将本国资源过度集中于生产别国稀缺的商品，不利于
本国劳动力、资本、土地、技术等资源的合理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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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资本、技术等要素的不合理配置很大程度上是由信息不对称引起的。不能快速有效地获
取信息，不但不能及时地更新决策者决策，有时还给决策者错误信号，使之做出错误判断。信息越透
明，信息交流越发达，就越有利于劳动和资本所有者了解不同要素需求信息、价格信息和产出信息，从
而有助于要素所有者科学决策、合理配置要素资源。
假说 4: 市场化水平的提高促进要素的合理配置。
假说 5: 合理的对外开放有助于降低要素错配程度。
假说 6: 信息交流水平显著降低要素错配程度。
三、研究设计与数据处理
( 一) 要素错配程度的度量
参考 AoKi( 2012) 、柏培文和杨志才( 2016) 的方法推测，当 m、n 两行业的劳动边际生产力不相等
时，意味着 m、n 行业之间存在劳动力配置扭曲，此时 m、n 行业间的错配劳动量为
ΔLmn =
βmγm
β
(
βmpln
βnγnmplm
－1) Ln ( 1)
其中，L 表示劳动力，α、β 分别为资本和劳动力的产出弹性，mpl 为劳动力边际产出。基于要素配
置的动态性与路径选择性，当行业间不存在资本错配时，行业间资本的边际产出相等，则 m 行业的资
本配置从 Km 变为 K̂m，其中 K̂m =
αmγm
α
K。此时，m 行业的劳动力边际产出将变为
mpl'm =mplm (
K̂m
Km
) αm ( 2)
将式( 2) 带入式( 1) 可得 m、n 行业间的劳动力错配量
ΔL'mn =
βmγm
β
(
βmpln( K
^
n /Kn ) αn
βnγnmplm( K
^
m /Km ) αm
－1) Ln ( 3)
进一步可得，m 行业实际劳动力配置量与最优配置量之间的差值
ΔL'm = ∑
φ
i=1，i≠m
ΔL'mi = ∑
φ
i=1，i≠m
βmγm
β
(
βmpli( K
^
i /Ki ) αi
βiγimplm( K
^
m /Km ) αm
－1) Li ( 4)
其中，φ 为总行业数，其余变量定义同前。
杨志才和柏培文( 2017) 曾用
1
2
［ ln( l*Ai / lAi ) + ln( l
*
Ii / lIi ) ］度量二元经济劳动力要素的配置扭
曲程度。借鉴此方法，则 m 行业劳动力的错配程度可表示为
Dml = ln( ( Lm－ΔL＇m ) /Lm ) ( 5)
其中( Lm－ΔL＇m ) 表示 m 行业劳动力的最优配置量。
令 ρml表示 m 行业劳动力的占比权重，则所有行业劳动力错配程度可以表示为
Dl =∑
φ
m=1
ρmlDml =∑
φ
m=1
ρml ln( ( Lm－ ∑
φ
i=1，i≠m
βmγm
β
(
βmpli( K
^
i /Ki ) αi
βiγimplm( K
^
m /Km ) αm
－1) Li ) /Lm ) ( 6)
同理，通过推导可以得到所有行业资本错配程度
Dk =∑
φ
m=1
ρmkDmk =∑
φ
m=1
ρmk ln( ( Km－ ∑
φ
i=1，i≠m
αmγm
α
(
αmpki( L
^
i / Li ) βi
αiγimpkm( L
^
m /Lm ) βm
－1) Ki ) /Km )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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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ρmk表示 m 行业资本存量的占比权重，其余变量定义同前。
( 二) 解释变量的选取
1．制度因素
为了探究制度因素对要素错配的影响，在韩剑和郑秋玲( 2014) 研究的基础上本文选取的指标包
括财政补贴、行政性市场进入壁垒、金融抑制、劳动力流动管制和城乡二元对比系数。其中财政补贴
的衡量借鉴褚敏和靳涛( 2013) 的做法，用地方政府财政补贴占 GDP 比重反映政府通过财政对经济的
干预程度。借鉴刘小玄( 2003) 的做法，用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工业总产值占比衡量行政性市场进入
壁垒的强度。借鉴鲁晓东( 2009) 的做法，用四大国有银行占银行总信贷的比重衡量金融抑制强度。
樊纲等( 2011) 曾采用外来劳动力占当地从业人数的比例作为劳动力流动管制的衡量指标，但外来劳
动力的省份面板数据难以获取，所以本文借鉴韩剑和郑秋玲( 2014) 的做法，用外来人口占常住人口的
比例衡量劳动力流动管制强度。城乡二元对比系数的计算借鉴王颂吉和白永秀( 2013) 、周月书和王
悦雯( 2015) 的方法，用农业与非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的比值衡量: C* =
Ca
Cn
=
ya
la( ) /
yn
ln( ) ，其中 Ca 和 Cn
为农业与非农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ya 和 yn 表示农业与非农部门增加值占整体 GDP 的比重，la 和 ln
表示农业与非农部门就业人数在全社会就业总人数中所占的比重。
2．经济结构、要素自身、技术进步因素
本文选取产业结构作为经济结构的代理变量，且用二产增加值占 GDP 比重( 二产占比) 衡量。为
了进一步验证产业结构变动对要素错配的影响，本文选取大中型工业企业产值占比作为二产占比的
替代变量。为了检验要素自身因素对要素错配的影响，本文选取劳动力受教育水平作为其代理变量。
罗长远和张军( 2009) 用每万人在校大学生数表示各省的教育水平，祁毓和李祥云( 2011) 也采用类似
的衡量方法。但在校学生并没有进入劳动力市场，并且考虑到省际间的劳动力流动，每个省份的在校
大学生并非一定留在原省份就业，这种衡量方法误差较大。所以本文用人均受教育程度衡量劳动力
受教育水平。为了进一步检验教育水平对要素错配的影响，本文选取教育经费占 GDP 比重作为人均
受教育程度的替代变量。为了检验技术进步对要素错配的影响，本文用每十万人专利授权数衡量技
术进步水平，且进一步用资本深化程度作为其替代变量。
3．经济环境因素
为了检验经济环境因素对要素错配的影响，本文选取的变量有市场化水平、对外开放度、信息
交流水平。其中市场化水平用市场 化 指 数 衡 量，且 1997 － 2009 年 的 市 场 化 指 数 来 源 于 樊 纲 等
( 2010) 编写的《中国市场化指数》; 2010－2014 年的市场化指数则采用插值计算原理在原有数据的
基础上计算得到。对外开放度则用经营单位所在地进出口总额占 GDP 比重衡量，为了验证开放经
济的双重性，后文继续用外商投资总额占 GDP 比重衡量开放程度。信息交流水平用人均邮电业务
量衡量。
( 三) 数据来源与处理方法
本文构建全国 30 个省份( 西藏除外) 1995－2014 年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制度、经济结构、要素自
身、技术进步、经济环境对要素错配的影响。其中劳动力错配程度和资本错配程度的测算中用到的数
据有各省份三大产业产出增加值、劳动力人数、物质资本存量。需要的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统计年
鉴》、CEIC《中国经济数据库》以及各省份统计年鉴。另外需要说明的是财政补贴指标缺少的相关数
据，本文采用与各省份财政支出中其它支出部分比例修正的方式进行处理; 金融抑制指标个别省份缺
少个别年份数据; 信息交流水平指标缺少四川、重庆两省份 1995 年数据，在不影响回归效果的前提
下，本文采用加权移动平均的做法修复相关缺少数据。综上，表 1 列示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和数据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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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变量的统计性描述和数据来源
变量名称 样本量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定义及数据来源
lm 600 0．5883 0．2719 0．1067 1．5243 劳动力错配程度
zm 600 0．3884 0．2084 0．0219 1．6009 资本错配程度
fin 600 0．4760 0．3574 0．0128 2．2681 财政补贴: 地方政府财政补贴 /GDP
xz 600 0．4988 0．2062 0．0972 0．8994
行政性市场进入壁垒: 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
工业产值 /工业总产值
jr 540 0．6029 0．0926 0．4081 0．8810 金融抑制: 四大国有银行信贷额 /银行总信贷
ld 540 0．1767 0．1280 0．0209 0．6610 劳动力流动管制: 外来人口数 /常住人口数
cx 600 0．2103 0．0725 0．0655 0．4838
城乡二元对比系数: 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 /
非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
ec 600 0．4519 0．0780 0．1968 0．5902 二产占比: 第二产业增加值 /GDP
dz 600 1．1102 0．3537 0．6356 3．3156
大中型企业产值占比: 大中型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 /
( 国有企业+私营企业) 主营业务收入
sjr 600 8．3756 1．3853 5．0101 13．4391 人均受教育程度: 人均受教育年限
jyj 600 0．0473 0．0128 0．0242 0．0932 教育经费: 教育经费 /GDP
zl 600 2．9040 1．3264 0．3144 6．3135 专利授权数: LN( 每十万人专利授权数)
zb 600 1．3009 1．1334 －1．1265 4．0836 资本深化: LN( 人均资本存量)
scs 540 6．4993 2．4977 1．2901 14．4533 市场化水平: 市场化指数
dy 600 0．3055 0．3881 0．0323 2．0511 对外开放度: 进出口总额 /GDP
xj 600 0．1858 0．1813 0．0034 1．3787 信息交流水平: 邮电业务总量 /劳动力人数
( 四) 基本模型设定
为了验证制度因素、经济结构、要素自身、技术进步、经济环境对要素错配的影响，设定如下基本模
型:
Yit =β0+β1X＇it+β2X＇＇it+λ i+λ t+εit ( 8)
其中，Y 表示劳动力错配程度或资本错配程度，X ＇表示传统文献中的制度因素，包括财政补贴
( fin) 、行政性市场进入壁垒( xz) 、金融抑制( jr) 、劳动力流动管制( ld) 、城乡二元对比系数( cx) ; X＇＇表
示经济结构、要素自身、技术进步、经济环境因素，包括二产占比( ec) 、人均受教育程度( sjy) 、技术进步
( zl) 、市场化水平( scs) 、对外开放度( dy) 、信息交流水平( xj) ; β 表示各变量回归系数，λ i 表示省份效
应; λ t 表示时间效应; ε 表示残差项。
四、实证结果及分析
( 一) 要素错配的测算结果
图 1 给出了劳动力、资本错配程度的测算结果。左图为劳动力错配的测算结果，可以看出，东部、
中部、西部地区的劳动力错配均呈现以 2006 年为拐点的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趋势。且拐点前地区
间劳动力错配程度比较，西部地区高于中部和东部地区; 但拐点后中部地区的劳动力错配程度最高，
西部地区最低。右图为资本错配的测算结果，可以看出，中部和西部地区的资本错配均呈现以 2006
年为拐点的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趋势，东部地区的资本错配也呈现出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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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资本错配程度比较，东部地区的资本错配最低，中部、西部地区的资本错配差别不大。
图 1 要素错配的测算结果( 左图为劳动力错配，右图为资本错配)
( 二) 基准回归结果
表 2 汇报了制度因素对要素错配的回归结果。整体来看，制度因素对劳动力、资本错配程度的回
归结果与前人研究基本一致。第 1－4 列考察了制度因素对劳动力错配程度的影响。其中第 1 列显
示，财政补贴对劳动力错配的影响系数在 1%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以财政补贴为代表的政府干预经
济的行为加剧了劳动力错配程度。且城乡二元对比系数对劳动力错配的影响系数在 1%水平上显著
为负，意味着城乡二元结构的固化阻碍了劳动力在农村与城市间的自由流动，不利于劳动力要素的合
理配置。第 2 列加入了金融抑制，其估计系数在 1%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金融抑制影响到各类企业
的生产决策，进而影响到要素动态配置，不利于劳动力的合理配置。第 3 列加入了行政性市场进入壁
垒，其估计系数在 1%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政府对市场的过度干预严重阻碍了要素的合理配置。第 4
列加入了劳动力流动管制，其对劳动力错配的影响系数在 1%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劳动力流动管制
严重阻碍了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加重了劳动力的错配程度。
第 5－8 列考察了制度因素对资本错配程度的影响。其中第 5 列显示，财政补贴的估计系数均在
1%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财政补贴等政府干预行为显著增加了资本错配程度。城乡二元对比系数的
估计系数在 1%水平上显著为正，意味着城乡二元经济的弱化与资本错配程度增加是同步的，主要是
由于农村金融投资的风险大，而投资效益具有门槛效应，农村投资回报还没有体现出来( 朱喜等，
2011) 。第 6 列增加行政性市场进入壁垒，其估计系数在 1%水平上显著为负，可能与经济初期国有企
业资本收益率高于中小企业资本收益率有关，但国有企业整体收益率有逐年下滑趋势，行政性市场进
入壁垒的弊端也逐步显现出来，逐步成为资本错配程度增加的推动器。第 7 列和第 8 列显示，金融抑
制的估计系数在 10%水平上显著为正，劳动力流动管制的估计系数在 1%水平上显著为正，意味着金
融抑制和劳动力流动管制都影响了资本的合理配置。
表 2 基准回归结果
LM ZM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fin 0．1762＊＊＊ 0．1513＊＊＊ 0．0728＊＊ 0．0369＊＊ 0．1891＊＊＊ 0．2167＊＊＊ 0．2326＊＊＊ 0．1992＊＊＊
( 0．0283) ( 0．0312) ( 0．0370) ( 0．0193) ( 0．0449) ( 0．0442) ( 0．0604) ( 0．0530)
cx －1．3757＊＊＊ －1．5608＊＊＊ －1．3904＊＊＊ －1．4664＊＊＊ 1．5015＊＊＊ 1．0974＊＊＊ 0．8883＊＊＊ 0．8087＊＊＊
( 0．1300) ( 0．1673) ( 0．1691) ( 0．1093) ( 0．1829) ( 0．2028) ( 0．2793) ( 0．1834)
jr 0．4576＊＊＊ 0．2835＊＊ 0．1386＊＊ 0．3468* 0．2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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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LM ZM
( 0．1176) ( 0．1238) ( 0．0597) ( 0．1948) ( 0．1210)
xz 0．2439＊＊＊ 0．2277* －0．4139＊＊＊ －0．3383＊＊＊ －0．3013＊＊
( 0．0650) ( 0．1272) ( 0．0993) ( 0．1044) ( 0．1514)
ld 0．4345＊＊＊ 0．2952＊＊＊
( 0．1025) ( 0．0731)
_cons 0．6856＊＊＊ 0．4521＊＊＊ 0．4172＊＊＊ 0．1481＊＊＊ －0．0385 0．2578＊＊＊ 0．0304 0．1950＊＊＊
( 0．0293) ( 0．0800) ( 0．0784) ( 0．0433) ( 0．0423) ( 0．0826) ( 0．1216) ( 0．0336)
N 600 540 540 540 600 540 540 540
Ｒ2 0．2783 0．2368 0．2744 0．3591 0．2417 0．2836 0．2322 0．2318
注: * 、＊＊、＊＊＊分别表示估计系数在 10%、5%、1%水平上显著，括号中的数值为稳健标准误，各列已控制省份和
年份效应，下同。
( 三) 五因素回归结果
1．劳动力错配的回归结果
表 3 分两阶段汇报了各因素对劳动力错配的影响。其中第 1－7 列汇报了阶段 1 各因素对劳动力
错配的回归结果。第 1－6 列显示，市场化水平、信息交流水平、人均受教育程度、技术进步的估计系数
均在 1%水平上显著为负，对外开放度、二产占比的估计系数均在 5%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阶段 1 市
场化水平、对外开放度、信息交流水平、二产占比、教育水平、技术进步的提高，有助于劳动力的合理配
置，显著降低了劳动力错配程度。第 7 列把所有变量同时加入，可以看出市场化水平、二产占比、人均
受教育程度的估计系数仍然显著为负。
第 8－11 列汇报了阶段 2 各因素对劳动力错配的回归结果。第 8 列在劳动力流动管制、城乡二元
对比系数、财政补贴和金融抑制的基础上加入了二产占比，可以看出二产占比的估计系数在 1%水平
上显著为正，表明阶段 2 二产占比已经成为劳动力合理配置的阻力，这与金融危机后大量的重复建
设，钢铁、煤炭等制造业产能过剩有关。第 9 列加入人均受教育程度，估计系数在 1%水平上显著为
正，表明阶段 2 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反而成为劳动力流动的障碍。这与大学生毕业即失业的现象有
关。现在的劳动力市场是需求方市场，大学生毕业后工作经验不足，又有买房买车的生活压力，使其
失去了选择工作的余地，所以选择工作时受行业和地区限制的阻力剧增。另一方面，大量高素质人才
集聚在个别行业、个别地区增加了不同产业间、行业间、地区间劳动力受教育程度的差异，教育的结构
性差异加剧了产业间、行业间、地区间劳动力错配程度。第 10 列加入技术进步，其估计系数在 1%水
平上显著为正，表明阶段 2 技术进步反而加剧了劳动力错配的程度，这与中国产业由劳动密集型向资
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不断转换升级有关，劳动力的技能水平不能满足产业升级的需要，同时也造就
了大量失业劳动力，加剧了劳动力错配程度。另一方面，三大产业间、城乡间技术含量的差异也不利
于劳动力的合理配置。第 11 列显示，市场化水平和对外开放度对劳动力错配的影响系数均显著为
负，表明阶段 2 市场化水平和对外开放度的提高，显著降低了劳动力错配程度。信息交流水平的估计
系数在 5%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信息水平的提高，加剧了劳动力错配程度。这与信息交流在不同产
业、不同行业、不同地区的分布密度不同，导致信息交流对产业间、行业间或地区间的劳动力要素配置
扭曲程度的贡献不同，造成要素错配程度的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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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资本错配的回归结果
表 4 分两阶段汇报了各因素对资本错配的影响。其中第 1－5 汇报了阶段 1 各因素对资本错配的
回归结果。第 1－4 列显示，二产占比、人均受教育程度、技术进步、市场化水平、信息交流水平的估计
系数均显著为负，表明阶段 1 二产占比、人均受教育程度、技术进步、市场化水平、信息交流水平的提
高有助于资本的合理配置，显著降低了资本错配程度。且第 4 列显示对外开放度的估计系数在 5%水
平上显著为正，意味着过度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导致国内的产业或行业配置严重依赖国外需求即出口
路径依赖，进而影响到国内资本的合理配置。另一方面，产业间、行业间、地区间的进出口总额明显不
同，也会加剧产业间、行业间、地区间的资本错配程度。第 5 列同时加入所有变量，可以看出二产占
比、人均受教育程度、技术进步、市场化水平的估计系数仍然显著为负，对外开放度的估计系数仍显著
为正。
第 6－10 汇报了阶段 2 各因素对资本错配的回归结果。第 6 列在劳动力流动管制、城乡二元对比
系数、财政补贴和金融抑制的基础上加入二产占比，其估计系数在 1%水平上显著为正，意味着金融危
机后第二产业已经配置了过量的资本，而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的资本投入相对较少，影响了三大产业
间资本的合理配置，此时二产占比的增加提高了资本错配程度。第 7 列加入人均受教育程度，其估计
系数在 1%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产业间、行业间或地区间受教育程度的差异成为教育水平影响资本
错配的主要因素，大量的资本投放空间具有针对性，导致产业间或地区间的资本投放出现一边倒现
象，加重了阶段 2 资本错配程度。第 8 列加入技术进步，其估计系数在 1%水平上显著为正，这与企业
转型升级的风险性有关。产业升级的经济效应不是短时间能够看到的，有时间的滞后性，同时企业的
产业升级需要考虑成本和风险问题，创新失败后巨大的沉没成本是阻碍传统企业选择产业升级路径
的主要路障，也影响了阶段 2 资本的合理配置。另一方面，第一产业的技术含量明显低于二三产业，
东部地区的技术含量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城市内部的科技含量明显高于农村地区，科技对产业间、
地区间、城乡间经济发展的贡献不同，也加重了阶段 2 资本错配的程度。第 10 列显示，市场化水平、
信息交流水平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表明阶段 2 市场化水平和信息交流水平的提高，有助于降低资本
错配程度。对外开放度的估计系数仍显著为正，表明阶段 2 对外开放度的增加加剧了资本错配程度。
表 4 资本错配的回归结果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10)
ld 0．0651＊＊ 0．1079* 0．0387 0．0883＊＊ 0．0706* 0．2011＊＊＊ 0．1250* 0．0258 0．0135 0．0853
( 0．0279) ( 0．0571) ( 0．0478) ( 0．0368) ( 0．0390) ( 0．0706) ( 0．0661) ( 0．0806) ( 0．0794) ( 0．0958)
cx 1．1084＊＊＊ 0．5189＊＊ 0．2185 0．7736＊＊ 0．4132* 1．2963＊＊＊ 0．3856＊＊ 0．1781 0．6624＊＊＊ 0．3787*
( 0．2103) ( 0．2317) ( 0．2571) ( 0．3237) ( 0．2222) ( 0．1932) ( 0．1909) ( 0．2001) ( 0．2253) ( 0．2164)
fin 0．1465＊＊ 0．1762＊＊ 0．2103＊＊＊ 0．2186＊＊＊ 0．1445＊＊ 0．1545＊＊ 0．1774＊＊ 0．1991＊＊＊ 0．2026＊＊＊ 0．1512＊＊
( 0．0660) ( 0．0747) ( 0．0661) ( 0．0719) ( 0．0701) ( 0．0699) ( 0．0775) ( 0．0537) ( 0．0629) ( 0．0779)
jr 0．3319* 0．1570 0．1853 0．3667* 0．5992＊＊＊ 0．3091＊＊ 0．1277 0．1914 0．3322* 0．2993＊＊
( 0．1952) ( 0．2093) ( 0．2059) ( 0．2120) ( 0．2004) ( 0．1411) ( 0．2365) ( 0．1858) ( 0．1748) ( 0．1319)
ec －2．1561＊＊＊ －2．3403＊＊＊ 0．9986＊＊＊ 0．7503＊＊＊
( 0．5085) ( 0．5066) ( 0．1767) ( 0．1774)
sjy －0．0351* －0．0475 0．0542＊＊＊ 0．0121
( 0．0202) ( 0．0319) ( 0．0101) ( 0．0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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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10)
zl －0．0551＊＊ －0．1103＊＊＊ 0．0641＊＊＊ 0．0424＊＊＊
( 0．0276) ( 0．0371) ( 0．0106) ( 0．0154)
scs －0．0369* －0．0752＊＊＊ －0．0393＊＊＊
( 0．0192) ( 0．0193) ( 0．0099)
dy 0．3186＊＊ 0．2879＊＊ 0．1714＊＊＊
( 0．1442) ( 0．1339) ( 0．0591)
xj －1．0133＊＊＊ －0．2023 －0．1104＊＊
( 0．3619) ( 0．3967) ( 0．0428)
_cons 0．9853＊＊＊ 0．4258* 0．2502* －0．1633 1．1124＊＊＊ －0．3677＊＊＊ －0．1701＊＊ 0．1302＊＊＊ －0．3531＊＊＊ －0．0804
( 0．2427) ( 0．2352) ( 0．1455) ( 0．1585) ( 0．2816) ( 0．1045) ( 0．0753) ( 0．0330) ( 0．1243) ( 0．0699)
N 300 300 300 300 300 240 240 240 240 240
Ｒ2 0．364 0．335 0．329 0．416 0．492 0．323 0．314 0．334 0．406 0．494
注: 模型( 1) －( 5) 的样本时间范围是 1997－2006 年; 模型( 6) －( 10) 的样本时间范围为 2007－2014 年。
3．稳健性检验
接下来选取替代变量进一步验证产业结构、教育水平、技术进步对劳动力、资本错配程度的影响。
其中，产业结构用大中型企业产值占比( dz) 指标衡量，教育水平用教育经费( jyj) 指标衡量，技术进步
用资本深化( zb) 指标衡量。按照式( 8) 进行回归，得到的结论与表 3 和表 4 一致，进一步验证了回归
结果的稳健性①。
( 五) 开放经济的双重影响
白重恩和钱震杰( 2010) 认为开放经济有外商直接投资和进出口贸易两种形式，二者影响经济
增长的效果有所不同。前文已经研究了进出口贸易对要素错配的影响，下面将探讨外商直接投资
对要素错配的影响是否与进出口贸易的影响一致。由于外商投资于第二产业或者第三产业对国内
要素配置的影响不同，所以本文重点从产业结构的角度探究外商直接投资对要素错配的影响，构建
模型:
Yit =β0+β1Yit－1+β2X＇it+β3wsit+β4wsit×ecit+β5wsit×scit+εit ( 9)
其中，Y、X 的定义同前，ws 表示外商直接投资，用外商投资总额占 GDP 比重衡量; ec、sc 分别表示
二产、三产占比。
表 5 的第 1－3 列汇报了阶段 1 外商直接投资对劳动力错配的影响。可以看出，阶段 1 外商直接
投资对劳动力错配的作用和二产占比对劳动力错配的作用存在相互加强的关系，而外商直接投资对
劳动力错配的作用和三产占比对劳动力错配的作用存在相互削弱的关系。综合作用来看，阶段 1 外
商直接投资加重了劳动力错配程度。这一时期，外商直接投资较多投资于制造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
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而税收和劳工政策的优惠提升了外资企业的议价能力，进而降低了劳动力的议价
空间，加重了国内劳动力要素边际产出和工资回报的错配程度，不利于劳动力要素的合理配置。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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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受限于篇幅，稳健性检验的回归结果不予列示，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向我们索要。
的第 4－6 列汇报了阶段 2 外商直接投资对劳动力错配的影响。可以看出，阶段 2 外商直接投资和二
产占比对劳动力错配的作用无显著的相互作用关系。而外商直接投资对劳动力错配的作用和三产占
比对劳动力错配的作用存在相互削弱的关系，这与近年来外商较多投资于服务业等第三产业有关，促
进了国内劳动力从二产向三产的流动。但综合作用来看，阶段 2 外商直接投资仍不利于劳动力的合
理配置。
类似地，对于资本错配的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和二产占比有相互加强的作用，而外商直接投资和
三产占比存在相互削弱的关系。综合作用来看，外商直接投资不利于资本的合理配置①。
表 5 开放经济的双重影响
( 1) ( 2) ( 3) ( 4) ( 5) ( 6)
1997－2006 年 2007－2014 年
ws －0．0532 0．6286＊＊＊ 0．5905＊＊＊ 0．0632* 0．3054＊＊ 0．2741*
( 0．0352) ( 0．1223) ( 0．1495) ( 0．0345) ( 0．1345) ( 0．1641)
ws×ec 0．2651＊＊ 0．0537 0．1654 0．0460
( 0．1153) ( 0．1193) ( 0．1302) ( 0．0404)
ws×sc －1．4082＊＊＊ －1．3533＊＊＊ －0．7731＊＊ －0．7271＊＊
( 0．2805) ( 0．3062) ( 0．3168) ( 0．3462)
_cons －0．1543＊＊ －0．1441＊＊ －0．146＊＊ 0．3307＊＊＊ 0．3301＊＊＊ 0．3260＊＊＊
( 0．0600) ( 0．0572) ( 0．0573) ( 0．0336) ( 0．0318) ( 0．0335)
N 300 300 300 240 240 240
Ｒ2 0．6762 0．7041 0．7036 0．8353 0．8384 0．8381
注: 各列包含的控制变量有劳动力流动管制、城乡二元对比系数、财政补贴和金融抑制，囿于篇幅，不予汇报。
五、结论
本文构建要素错配模型，通过比较最优要素配置状态与实际扭曲状态下的劳动力、资本差异程度
衡量劳动力、资本错配程度，测算发现 1995－2014 年中国劳动力、资本错配程度基本上呈现以 2006 年
为拐点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趋势。并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研究制度因素、经济结构、要素自身、技
术进步和经济环境对要素错配的影响。研究发现: 政府干预、户籍制度、二元经济结构等制度性因素
显著提高了劳动力、资本错配程度; 市场化水平、对外开放度和信息交流显著降低了劳动力、资本错配
程度，但结构性因素的凸显，导致金融危机后产业结构、教育水平、技术进步的非均衡发展提高了劳动
力、资本的错配程度。此外，外商直接投资和二产占比对劳动力、资本错配的作用有相互加强的作用，
而外商直接投资和三产占比对劳动力、资本错配的作用存在相互削弱的关系。综合作用来看，外商直
接投资不利于劳动力、资本的合理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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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受限于篇幅，外商直接投资对资本错配的回归结果不予列示，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向我们索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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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terminants of the U Trends of Factor Mismatch:
Evidence from the Provincial Panel Data of China
YANG Zhicai1，BAI Peiwen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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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constructs the calculation model of elements mismatch and estimates that the labor and capital mis-
match degree have the tendency of“U”with a turning point in 2006，and researches the influence of institutional factors，eco-
nomic structure，technological progress and economic environment on the factors mismatch from two aspects of theory and em-
pirical． The study found that: Institutional factors such as government intervention，the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the dual
economic structure significantly improves the degree of labor and capital mismatch，the marketization and the opening signifi-
cantly reduce the degree of labor mismatch on both two stages，the marketization and the level of market information significant-
ly reduce the degree of capital mismatch on both two stages． However，prominent structural factors lead to unbalanced develop-
ment of industry structure，education level and technical progress，which improve the extent of labor and capital mismatch in
the Second stage． The effect of the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the proportion of second industry on labor mismatch reinforce
each other，While the effect of the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the proportion of third industry on labor mismatch weaken each
other． On the whole，FDI is not conducive to the rational allocation of labor and capital．
Key Words: mismatch of labor; mismatch of capital; U tr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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